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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工作需求与资源理论、资源保护理论，探究员工感知到的主管支持和家庭支持对于其工作场所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并探讨工作投入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融合在支持感知和工作投入之间的调节效应。通过在连锁零售行业227名一线员工及其主管中配对收集的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主管支持感知和家庭支持感知正向影响工作投入；工作投入正向影响知识共享行为；团队融合正向调节主管支持感知和工作投入的关系；团队融合负向调节家庭支持感知和工作投入的关系。文章最后讨论了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主管支持感知；家庭支持感知；团队融合；工作投入；知识共享行为
中图分类号：F279. 23；F273. 1       文献标志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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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job demands-resources model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employees’ perceived supervisory support and family support on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in the workplace, and discusses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job engagement on the above relationships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m integr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upport and job engageme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227 front-line employees and their supervisors in the chain retailing indu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perceived supervisory support and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both have a positive effects on job engagement; Job engagement positively predicts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s; Team integr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upervisory support and job engagement; Team integration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and job engagement.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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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组织内部与客户、产品、服务、运营过程和工作伙伴相关的知识，是保持公司竞争优势的关键[1]。不过，知识具有隐性和个体性的特点[2]，只有通过共享才能产生知识的广泛流动与运用，从而综合提升公司的实力。为此，各公司企图采用各种形式为知识共享铺垫道路、创造便利，但知识共享是员工自愿而非强制的角色外行为。在这一情境下，如何激励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值得探究。
[bookmark: _Hlk13513042][bookmark: _Hlk13513208]根据工作需求与资源理论[3]，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掌握的物质或心理资源兼具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作用，工作资源促使员工快速成长，应对工作需求，取得工作目标，进而提升角色内绩效和角色外绩效。据此，我们认为，当员工具有充裕的心理资源时，才有动力、精力和能力去从事角色外行为，例如知识共享行为。作为一个社会人，每位员工都扮演着多种角色，承受着工作和家庭带来的双重压力。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处理不同生活领域压力的重要资源[4]，并且不同来源的资源具有不同的影响。在面对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时，来自主管的支持和来自家庭的支持最为重要[5]。
为了分析心理资源对知识共享行为的作用机理，我们依据工作需求与资源理论提出：员工感知到的主管支持和家庭支持通过提升工作投入来促进角色外行为。工作投入是一种积极且充实的与工作相关的精神状态[6]，以活力、奉献和专注为特征。国外学者的一系列追踪研究证明，员工对心理资源的感知会通过影响他们在工作中的投入度，进而影响工作过程与服务氛围[7-8]。此外，作为基本工作单元，团队合作逐渐成为各行各业的常态，团队内部的互动关系也影响到员工的工作过程[9]，那么团队成员之间的融合度在知识共享的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也是本文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综上，本研究聚焦一线员工的工作情境，探究主管支持和家庭支持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依据心理资源相关理论，引入工作投入和团队融合两个变量，以期探索员工感知支持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过程。一方面，本研究综合考虑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资源对其角色外行为的影响，展现了主管和家人在工作中产生的重要影响，丰富了知识共享理论文献；另一方面，本文探究了主管支持、家庭支持和团队融合三种资源两两之间的互相影响，揭示了不同资源之间不同的相互作用，拓展了资源保护理论的应用。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主管支持感知、家庭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
[bookmark: _Hlk10816915]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提出，每个职位都有与工作压力相关的特定风险因素，并且这些因素可分为工作需求和工作资源两大类[10]。从这两类因素出发演变出两种作用机制，分别是压力机制和激励机制。工作资源包括物质、心理、社会和组织层面的因素，具有以下作用：（1）有助于实现工作目标；（2）降低工作需求与相关生理和心理成本；（3）促进个人成长和发展[3]。已有的研究发现，工作资源具有激励作用，可以带来高工作投入、低犬儒主义和卓越工作绩效[11]。
Bakker和Demerouti [3]指出个人资源和工作资源是工作投入重要的驱动因素。个人资源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评价，往往是依据情境变化的，具有不稳定的特征。相比之下，工作资源对工作投入的影响更加稳定，也是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的研究焦点。以往研究发现，工作控制、创新氛围、绩效反馈等多种工作资源对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12]。主管支持感知是一种典型的工作资源，指员工对主管向其提供支持、鼓励和关心的感知程度[13]，主管支持感知能够提升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情感承诺[14]。
根据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主管支持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激励员工。首先，主管作为组织的代理人，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组织在员工心中的形象。主管支持会使员工认同和接受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形成对组织的积极态度，满足员工对归属感的需求，让员工产生为组织效力的意愿，从内在层面上激励员工努力投入工作之中，精神饱满地积极应对工作中的困难。其次，较高的主管支持意味着主管能够在工作中倾听员工反映的问题，并给予建议和反馈，而且在员工遇到困难时，主管可以帮助员工解决问题，这些均能为员工完成工作任务提供有效的帮助。在这种环境中，主管能够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员工无需为小问题而困扰，从外在层面上激励员工专注于自己从事的工作。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主管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关系。
家庭支持是家庭成员对员工工作提供的支持，包括情感支持和工具支持两类。情感支持指家庭成员一系列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为员工提供鼓励、理解、关注、关心和问题解决建议等；工具支持即促进家庭日常运作的家庭成员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主动承担家务等[15]。家庭支持属于社会资源的范畴，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一种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资源[10]，也能同时发挥内在激励作用和外部激励作用。一方面，家人的鼓励、关心和爱能够使员工在家庭里感受到积极的情感体验，提升其心理幸福感和家庭满意度[16]。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支持能够不断为员工注入能量，使其高度投入到工作中，充满动力和热情，以努力工作来回报家人的爱和期望。另一方面，家人能够通过主动承担家务提供工具支持，减少家庭工作冲突，让员工专注于工作之中，无需为家庭琐事而烦扰。此外，当员工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时，家人可能为其提供鼓励和建议，使其在家里实现复原，在重新面对工作时更加积极和投入。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2：家庭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关系。
2.2 工作投入与知识共享行为
经过多年的发展，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不断成熟，工作投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得到验证，这里的绩效既包括角色内绩效，也包括角色外绩效，还涵盖了创造力和营业额等结果[3]。该模型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释为什么工作投入的员工绩效表现更好：首先，工作投入的员工会经常感受到积极情绪，包括幸福、快乐和热情；其次，这些员工往往身体状态更好；再次，他们能够创造自己的工作和个人资源；最后，这个群体会向其他群体传播敬业的态度和状态。
以往研究表明，工作投入正向影响角色外行为，包括组织公民行为和主动性行为[17]，这些行为超过了基本工作要求，旨在提升给定的或未来的工作结果。知识共享行为是指提供任务相关的经验、知识和技能来帮助他人或者与他人合作，从而解决问题、发展新想法和执行政策、程序等[18]。知识共享是一种角色外行为，并非工作强制要求的。基于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工作投入和知识共享行为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论证。第一，工作投入的员工会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以喜悦、兴趣、满足为例的积极情绪会使人拓展思想和行动的范围[19]。例如，积极情绪会使得员工表现的更加自信和乐观，更加愿意帮助他人。兴趣则让人形成探索的欲望，积极吸收新的信息和经验，并且表现得更加外向。总体来讲，积极情绪不仅会让员工在工作中努力学习和探索新的知识以备将来的知识共享，还会使员工更加乐于助人，增强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第二，工作投入的员工更有能力去调动资源。工作投入会触发资源的螺旋式上升，为员工带来更多的个人资源（自信和乐观等）和更多的工作资源（反馈、自主性和同事支持）[20]。知识共享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源投资行为，旨在以现在的资源换取将来更多的资源。由于工作投入的员工掌握了大量的个人资源和工作资源，他们更有能力和精力进行资源投资，从而触发知识共享。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3：工作投入对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正向作用。
2.3 团队融合的调节作用
资源保护理论认为人们寻求保护、保留和积累有用的资源，以实现更高层次的目标。为了防止资源损失、从损失中恢复或是获得资源，人们必须投入资源。资源投入有两种机制：一是资源接替机制（resource replacement），即通过选择环境和机会来最大化现有资源，不需要新的资源；二是资源替代机制（resource substitution），即失去的资源可以通过来自不同领域的等价的第二种资源替换[21]。由于资源可能过于枯竭或者不匹配，无法通过第一种机制实现最大化，这时，采取第二种机制是必要的。在资源替代机制中，个体获取额外的资源以补偿失去的资源。这种补偿可以是外部的，例如寻求社会支持，也可以是内部的，例如通过治疗来增强自尊或社会技能。
    团队融合是个体在心理上与团队其他成员的联结程度，反映了团队成员合作的社会交互程度、团队的吸引力和团队成员的满意度[22]。它包括两个维度：一是行为维度，例如感知的合作行为和沟通；二是情感维度，例如凝聚力和团队的吸引力。融合度高的团队成员往往士气更高，并且在任务协调方面更有效率，以往研究表明团队融合与工作投入、情感承诺和工作绩效正相关[23]。
与主管支持一样，团队融合也是一种工作资源。根据以往研究，这两种资源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即团队合作会削弱主管支持的影响[23]。在融合度较低的团队，每位成员更像是分散的个体，自己做着自己的事情，难以实现高效的配合，并且可能表现出对团队的不满，这就导致员工在完成团队工作时困难重重，不仅不能得到团队成员的支持，还会产生大量的消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工作资源，主管支持能够替代团队融合，弥补资源的损失。正如Hobfoll [24]所提出，社会支持不仅能扩大个体的可用资源池，而且能补充已经失去的资源。基于这种资源替代效用，Griffin等学者[25]的研究发现，在团队合作水平较高的组织内，主管支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较小。基于本文的研究，当员工身处融合度低的团队时，主管可以在员工难以得到团队成员的帮助时主动提供支持和建议，帮助员工解决工作上的问题，削减团队配合产生的负面影响，使员工依然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此外，主管还可以在员工因团队配合问题而抱怨时，耐心倾听员工的心声，并主动提供鼓励和关心，努力排解其消极情绪，使其依然能在工作中充满活力。然而，在融合度较高的团队，团队成员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能够胜任团队合作的任务，并且对现有的团队表现出满意。这时，员工和团队一起并肩作战，主管的额外支持对工作的影响甚微。因此，在团队融合度低的情境下，主管支持才能发挥资源的补充作用，从而对工作投入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4：团队融合负向调节主管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即在低团队融合的情况下，主管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的关系更加显著。
家庭支持是一种社会支持，是重要的工作资源，也能发挥资源的替换补充作用。在团队融合度低的情况下，员工在工作领域的资源受到了损失，迫使员工从家庭领域寻求资源来进行替换，这时家庭支持更能发挥对工作结果的作用。具体而言，员工在与团队的融合度不够时，往往会向家人倾诉，以排解消极情绪。当员工向家人诉说团队合作的种种问题时，一方面家人会提供反馈和建议，帮助员工调整自己，适应并改善团队配合情况，从而使员工重新专注于工作；另一方面家人会给予员工鼓励、关心和安慰，最大程度上消除员工的消极情绪，使其体验到积极情感，重新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应对工作中的挑战。然而，在团队融合度较高的情况下，员工在团队的支持和配合下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并且满足于现有团队，情绪体验更偏向于积极。这时，员工已经拥有充足的工作资源，不再需要去家庭领域寻求资源来进行补充，家庭支持对于员工工作投入度的影响作用不再那么显著。因此，在团队融合度低的情况下，家庭支持对工作投入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5：团队融合负向调节家庭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的关系，即在低团队融合的情况下，家庭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的关系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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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与程序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某服装零售品牌在全国128家连锁门店的员工和主管，调研分两个时间段进行，并获取了来自员工和主管两个来源的数据，以避免同源方差问题。第一次调研针对员工群体，调研内容包括人口统计学变量、主管支持、家庭支持、团队融合和工作投入，共发放问卷339份，回收有效问卷270份；第二次调研针对主管群体，由主管评价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同样发放339份，回收有效问卷252份。经过两次调研问卷的核对，最终227份问卷匹配成功，问卷有效率为66.96%。
在员工有效样本中，性别方面，女性占96.9%，男性占3.1%；司龄方面，半年以下占24.2%，半年到一年占22.9%，一年到两年占39.2%，两年以上占13.7%；婚姻状况方面，未婚占36.1%，已婚占63.9%。
3.2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国内外成熟量表，并通过回译的方式确保翻译的准确性。问卷中所有量表为Likert 7点量表，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主管支持感知：本研究采用Menguc等[13]开发的量表，共包含3个题项，例“我的主管非常关心员工的福利”。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8。
家庭支持感知：本研究采用李永鑫和赵娜[26]开发的量表，共包含10个题项，例“工作上出现问题时，家人总是安慰我”。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5。
团队融合：本研究采用Van Der Vegt等[22]开发的量表，共包含3个题项，例“我们小组的成员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9。
工作投入：本研究采用Schaufeli，Bakker和Salanova[27]开发的量表，共包含9个题项，例“在工作中，我感到充满活力”。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9。
知识共享行为：本研究采用Bock，Zmud，Kim和Lee[28]开发的量表，共包含4个题项，例“此人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心得与同事分享”。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7。
研究选取性别、司龄和婚姻状况作为控制变量。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了削弱共同方法偏差的干扰，本研究从程序和统计上分别进行控制和检验。从程序上，调研分不同时间点进行，并来源于不同评分者，以控制共同方法偏差。从统计上，本文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统计检验。由表1的结果可知，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明显优于其他四个竞争模型。以上的检验和分析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各个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2
	df
	2/df
	CFI
	TLI
	RMSEA

	五因子模型
	212.244
	94
	2.258
	0.953
	0.941
	0.074

	四因子模型
	357.337
	98
	3.646
	0.898
	0.875
	0.108

	三因子模型
	632.006
	101
	6.257
	0.791
	0.751
	0.152

	双因子模型
	985.294
	103
	9.566
	0.652
	0.595
	0.194

	单因子模型
	1553.562
	104
	14.938
	0.429
	0.341
	0.248


注：五因子模型：主管支持感知、家庭支持感知、团队融合、工作投入和知识共享行为；四因子模型：合并团队融合和主管支持。三因子模型：合并团队融合、主管支持感知和工作投入。双因子模型：合并团队融合、主管支持感知家庭支持感知和工作投入。单因子模型：合并所有变量。
4.2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显示了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表明，主管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r = 0.270, p < 0.01），家庭支持感知和工作投入显著正相关（r = 0.450, p < 0.01），工作投入与知识共享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159 , p < 0.05），初步支持了本文部分假设。
表2  各变量相关系数、均值及标准差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性别
	1
	
	
	
	
	
	
	

	2.司龄
	0.040
	1
	
	
	
	
	
	

	3.婚姻状况
	-0.153*
	0.093
	1
	
	
	
	
	

	4.主管支持感知
	0.031
	0.036
	-0.056
	1
	
	
	
	

	5.家庭支持感知
	-0.061
	0.009
	0.016
	0.094
	1
	
	
	

	6.团队融合
	0.060
	0.097
	0.025
	0.542**
	0.269**
	1
	
	

	7.工作投入
	0.027
	0.062
	0.111
	0.270**
	0.450**
	0.572**
	1
	

	8.知识共享行为
	-0.086
	0.216**
	0.145*
	0.120
	0.098
	0.204**
	0.159*
	1

	均值
	1.033
	2.452
	1.622
	6.228
	5.586
	6.321
	6.324
	5.560

	标准差
	0.180
	0.992
	0.486
	1.061
	1.113
	0.840
	0.658
	1.020


注：N = 227；*表示p<0.05，**表示p<0.01。
4.3 假设检验
本研究通过SPSS 23.0对数据进行层次回归，检验各个假设是否成立，结果如表3所示。从模型2可知，主管支持感知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0.170，p < 0.001），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3则表明家庭支持感知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0.268，p < 0.001），假设2成立。此外，由模型8可知，工作投入对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0.207，p < 0.05），假设3得到支持。家庭支持感知和主管支持感知对知识共享行为无显著直接影响，但是可以通过工作投入发挥间接效应。
为了验证调节作用，本研究在模型4和模型5中分别加入主管支持感知与团队融合的交互项以及家庭支持感知和团队融合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团队融合正向调节主管支持感知和工作投入的关系（ = 0.136，p < 0.001），假设4得到反向支持；团队融合负向调节家庭支持感知和工作投入的关系（ = -0.060，p < 0.05），假设5得到验证。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调节效应，本文将团队融合划分为不同水平来绘制交互作用图。图1显示，当团队融合较高的时候，回归线的斜率更大，表明主管支持感知对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团队融合对主管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这一结果与假设4相反。图2显示，当团队融合较低的时候，回归线的斜率更大，表明家庭支持感知对工作投入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团队融合对家庭支持感知和工作投入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假设5得到支持。



表3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bookmark: _Hlk500414173]因变量
	工作投入
	知识共享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性别
	0.156
	0.134
	0.255
	0.019
	0.142
	-0.378
	-0.409
	-0.424
	-0.443

	司龄
	0.033
	0.025
	0.030
	-0.026
	-0.009
	0.211**
	0.203**
	0.201**
	0.199**

	婚姻状况
	0.154
	0.175*
	0.150*
	0.159*
	0.139*
	0.248
	0.260
	0.212
	0.234

	主管支持感知
	
	0.170***
	
	0.026
	
	
	0.115+
	
	0.094

	家庭支持感知
	
	
	0.268***
	
	0.185***
	
	0.072
	
	0.038

	团队融合
	
	
	
	0.587***
	0.379***
	
	
	
	

	主管支持感知×团队融合
	
	
	
	0.136***
	
	
	
	
	

	家庭支持感知×团队融合
	
	
	
	
	-0.060*
	
	
	
	

	工作投入
	
	
	
	
	
	
	
	0.207*
	0.135

	R2
	0.017
	0.092
	0.221
	0.415
	0.440
	0.067
	0.089
	0.085
	0.094

	ΔR2
	
	0.075
	0.129
	0.194
	0.025
	
	0.022
	-0.04
	0.009

	F 
	1.517
	6.688***
	18.778***
	31.158***
	34.505***
	5.364**
	4.298**
	5.142**
	3.808**


注：N = 227；+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图2  团队融合对主管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的调节效应

图3  团队融合对家庭支持感知与工作投入的调节效应
4 结论与讨论
4.1 理论意义
基于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和资源保护理论，本研究以一线员工为样本，探究了主管支持和家庭支持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工作投入和团队融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研究发现主管支持和家庭支持均能提升工作投入。主管在工作中提供的鼓励、关心和支持越多，员工在工作中越倾向于表现出充满活力、甘于奉献和全神贯注的工作状态。以往研究通过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员工通过努力工作来回报主管的付出，本研究尝试从另一理论视角来进行解释，借助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以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的角度分析主管支持产生的影响。此外，家人的理解、关心和帮助同样也能使员工积极投入工作之中。在之前的研究中，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增益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例如陶厚永，韩玲玲和章娟[29]发现家庭支持正向影响家庭工作增益和工作旺盛感。本文则聚焦于家庭支持和工作投入度的关系，将家庭支持视为一种工作资源，通过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解释了家庭对工作的影响。总体来讲，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所提出的工作资源正向影响工作投入的路径[3]，补充和拓展了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同时，本文从两种来源的资源入手，展现了来自工作场所和来自家庭的支持对一线员工工作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关于工作家庭平衡的研究。
其次，本研究表明工作投入正向影响知识共享行为。这意味着在工作中那些精神饱满且乐于奉献的群体往往也更愿意主动和大家分享工作经验、技巧和知识，佐证了工作需求与资源模型所提出的工作投入正向影响角色外绩效的路径[3]。以往关于知识共享的研究多聚焦于知识型员工[30]，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知识不再为某一行业或职业所特有，各行各业均需要知识和技巧来发展，本研究将焦点转移到零售行业一线员工，拓宽了知识共享行为的研究范围。
最后，本研究发现团队融合正向调节主管支持和工作投入的关系。具体而言，在融合度高的团队中，主管支持更能发挥对员工工作投入的作用，这与之前的资源替代假设相反，表明团队融合和主管支持并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这可能是职场政治的原因，在团队成员之间难以实现良好的合作和沟通并且互相抱怨时，主管对某一员工的支持可能招致其他员工的不满与嫉妒，从而导致团队融合更差，此员工在工作中更加难以投入。将来的研究可以就这一意外关系进行深入探索。
此外，本研究还证明了团队融合负向调节家庭支持和工作投入的关系，即当员工体验到较差的团队融合时，家庭支持更能帮助员工提升在工作中的投入度；当员工所在的团队融合度很高时，家庭支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便被削弱。这一发现验证了资源保护理论的替换机制，体现了家庭支持对团队融合的补充作用[21]。总体来看，以团队融合为情境因素时，主管支持对工作投入产生的是“锦上添花”的作用，而家庭支持产生的是“雪中送炭”的作用，这可能源于两种资源的来源领域不同，再次论证了不同来源的资源具有不同的影响[4]。本文为社会支持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情境因素，拓展了相关研究的思路。
4.2 实践意义
本研究聚焦于一线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研究结论对企业的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一，主管应积极关心员工，并在员工遇到问题时，倾听员工的心声，主动帮助员工解决问题，借此激励员工努力工作，进而促进员工之间共享工作的经验、技能和知识，从整体上提升组织实力。从企业角度来讲，在选拔或晋升主管时，不仅要考核业绩情况，还要考察主管的人际关系、助人意愿和责任感，以增强组织内的主管支持，达到激励作用。
第二，企业在招聘员工的筛选过程中，应适当询问员工家庭情况和家人对工作的支持程度，着重选拔家庭支持感高的员工，这些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更有认同感，也会在工作中更加积极和投入，这也是促进知识共享行为的一种途径。
第三，企业应注重团队建设，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配合和沟通。一方面，企业可定期举办一些团建活动，让员工在其中体会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借此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在团队成员之间出现沟通问题时，主管应及时进行调和，缓和双方矛盾，避免对工作上的配合产生影响。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本文只研究了主管支持和家庭支持这两种最典型的资源，未来研究可针对其他工作资源进行更为全面的研究。另一方面，本研究将女性为主的零售行业一线员工为调查对象，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之后的研究可针对不同行业的不同职位进行更为广泛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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